
 

 《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

文献学的互动

—以1958 年版、1981 年版《鲁迅全集》为例

黄 海 飞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肇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直到 80 年代中后期方产生学

科自觉意识。在这一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中，《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形成互动的良好关系。

以 1958 年版、1981 年版《鲁迅全集》为例，一方面，两版《鲁迅全集》在编纂过程中，从辑佚、校勘、注

释等多个层面，积极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已有成果，将其融化、运用于《鲁迅全集》的正文与注释当中，

从而优化《鲁迅全集》的编纂。另一方面，《鲁迅全集》的编纂又推动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鲁迅全

集》的编纂为现代文学文献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催生了系列研究成果，扭转了过去实用主义的不良风气，促

进学风转向扎实、沉稳，它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互动将继续演进下去。

关键词    《鲁迅全集》 现代文学文献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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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程，文献学研究的实践，如果从 1920 年 1 月上海新诗社编印《新诗

选》（第一编）算起，至今正好一百年。”①以此为原点，经过上世纪 30 年代一次大的高潮，其后四十

多年，现代文学文献学没有质的飞跃。正如樊骏后来检讨这段历史时指出，“史料工作的基础和传统出现

了明显的脱节现象和多种形式的空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尚在形成中的学科，表现得尤为明显”；

共和国建立之后，尽管出现了数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初步建立了现代文学史学科，现代文学文献学却“并

没有相应的建树”②。

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真正自觉需要等到“文革”结束之后。1979 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

室发起编纂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丛书卷帙浩繁，规模恢

宏，分为甲乙丙三种，仅仅甲乙两种就有 180 卷，丙种则为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中国

现代文学总书目》等。丛书由国内七十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数百位研究者编选，最后由十几家出版社分

 

①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引言第 2 页。

②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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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版，为“六五”国家计划重点项目。自现代文学发生至今，这大约仍是规模最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在

此前后，一系列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丛书问世，如薛绥之主编、1981−1986 年陆续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

汇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编、1985 年出版的《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

编》；专门刊发史料类文章的刊物如《鲁迅研究资料》《新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创刊；各

种类型的史料如回忆录得到大规模的挖掘与整理。由此在 80 年代形成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繁荣与自觉。

1985 年马良春撰文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986 年现代文学史料学第一部专著−朱金顺

 《新文学资料引论》出版，1989 年《新文学史料》分三期发表樊骏总结、检讨现代文学史料学成绩与不足

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同年，马良春任会长的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并出版了会刊《中华文学史料》。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意

识的觉醒。①身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1958 年版、1981 年版《鲁迅全集》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有着怎样的关

系？两版《鲁迅全集》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将对此作些探讨。 

 《鲁迅全集》对于现代文学文献学成果的吸收

朱金顺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按照中国传统朴学的治学理路，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分为搜集整

理、考证、校勘、版本、目录等五个方面。搜集整理在全集的编纂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辑佚。编目、版本

当专文讨论。这里重点就辑佚、校勘、考证三方面来看《鲁迅全集》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

鲁迅作品的辑佚工作在其生前即已由杨霁云开始，并得到鲁迅亲自指导，汇集而成《集外集》。在具

体篇目上，鲁迅给予指点，告知线索；对于某些不合适的篇目，明确表示删除，例如译稿《地底旅行》，

他人记录的讲演稿《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席上》《读书与革命》《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等。鲁迅还亲

自校订，抱病作序，对佚文没有收入此前的作品集的原因予以说明：“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

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

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需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

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②《集外集》初版收入鲁迅 1933 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

编入的诗文合集，共杂文 27 篇、新诗 5 首、旧体诗 13 题 14 首，另附录《〈奔流〉编校后记》（一至十

一）。1958 年版将《集外集》收入第七卷，初版绝大多数篇目照常收入，但仍有一些增删。初版中有 5 篇

可作备考的别人的文章没有编入，鲁迅曾亲自抄出，准备补印入《集外集拾遗》中，1958 年版则将它们重

新编入《集外集》。这 5 篇备考分别是：《咬嚼之余》附录的《“无聊的通信”》（仲潜，伏园）、《关

于 〈 咬 文 嚼 字 〉》（ 仲 潜 ， 伏 园 ）、《〈 咬 文 嚼 字 〉 是 “ 滥 调 ”》（ 潜 源 ， 伏 园 ），《 咬 嚼 未 始 “ 乏

味”》所附《咬嚼之乏味（潜源）》，《田园思想》所附《来信（白波）》。相比于初版，1958 年版《集

外集》增加了 29 首旧体诗、1 首新诗，并补入了《“奔流”编校后记》的最后一篇。删去两篇：《“近代

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已收入《三闲集》，初版时系重复编入；《Petofi Sandor 的诗》因是译文，另编

入《译丛补》中。由此，1958 年版《集外集》共收杂文 25 篇，新诗 6 首，旧体诗 43 首，编校后记

12 篇。③

继杨霁云之后，唐弢潜心辑佚鲁迅作品多年，成果显著，先后结集为《鲁迅全集补遗》（1946）、《鲁

迅全集补遗续编》（1952）等出版。《鲁迅全集补遗》收入鲁迅 1912−1934 年的杂文、通信、译诗等作品

35 篇，另附录 15 篇，访问记 1 篇。《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散稿，收入杂文、

 《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互动

 

①需要说明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给学科设定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一概念到本世纪初置换为“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置换如王风指出

的，是为确证学科的合法性：“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

身的过程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见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第 3 期。这里为接轨当下通行概念，故统一使用“现代文学文献学”。

②《鲁迅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3 页。

③参见《鲁迅全集》第 7 卷说明第 1 页。并同时可参见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 165−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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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诗歌、通信等 104 篇，第二部分为《中国矿产志》，第三部分为《人生象斅》，第四部分为《小说

备校》。1958 年版《鲁迅全集》吸收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可靠、可信的佚文，将

其纳入《集外集拾遗》中，但也甄别了其误收的“佚文”。例如《鲁迅全集补遗》即误收两篇伪佚文《百

草书屋札记》《艺文杂话》。1989 年丁景唐、丁言模撰文还原了史济行（即史天行）伪造佚文的行径：原

来史济行假托鲁迅著作的“热心读者”，将这两篇伪作寄给了许广平。1945 年唐弢向许广平借来抄录。由

于战局紧张，资料匮乏，时间紧迫，又出于尽可能保全史料的考虑，唐弢未及甄别，将这两篇伪作留存在

 《鲁迅全集补遗》之中。①后来周作人指出，记忆里鲁迅并未写过《百草书屋札记》，并推断这不是鲁迅

的文字，因此唐弢在印行《鲁迅全集补遗》第 5 版时抽去了这篇文章。《艺文杂话》因为年代显得更早，

作伪技术更为隐蔽，周作人也无法判断真伪，故仍然鱼目混珠多年。②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也有类似问题，但 1958 年版《鲁迅全集》宁缺毋滥，对有疑点的佚文把关严

格。据现有史料，这与冯雪峰及其领导下的人文社鲁编室对唐弢《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的评价有关。冯雪峰 1952 年 3 月 12 日致王士菁信中写道：

　　唐弢编的《补遗续编》粗粗翻了一遍，错误和不妥的地方，的确太多了。我同意你们所指出的三方面。

但错误则自然还有很多未指出的。唐这人，从这个工作上看起来，思想和工作态度上的缺点可说很严重。不

严肃。革命的阶级立场差。他自己都好像并不觉得。他大概太受了周作人的影响。对周作人的态度就是很不

正确的。于是用这样粗率的工作态度编这些东西，也太对不起这个严肃的工作了。我想，为了帮助他，应把

你们的意见和我这点意见直接告诉他，对他还应采取同志的态度。现在纸型已打好，没有办法大改动，但可

以请唐弢自己再认真地全部看一遍，能够改的错误都先改正，不能改的可用校正表。编例上不妥处已不能

改，要说明的也已不能加入，则可由唐自己在卷前或卷后附一篇说明，对读者交代一下，并且自我批评一

下。……他搜集这些材料，对我们当然有帮助，但将来都须严格研究和校订过。③

信件显示人文社鲁编室王士菁、林辰、孙用、杨霁云发现《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存在三方面问题，④冯雪

峰也表赞同，并且认为这本书应该还有很多未指出的错误，以后使用时需要“严格研究和校订”。

孙用所藏《鲁迅全集拾遗补编》上保留了写在浮签上的冯雪峰批语，共 11 处，公开了 5 处：

　　第 201 页《什么话（三）》浮签：“什么话（三）不是鲁迅自己的文章，编入似乎不妥，作为附录，较

好些。”

　　第 328 页《开给徐世瑛的书单》浮签：“书单，不是正式的著作，作为附录，较好。不应编入正文。”

　　第 440 页《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茀》浮签：“题字赠书的，似乎别处还有。这类性质的

文字，似乎可以不编入。”

　　第 457 页《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浮签：“此真象既载文艺新闻《新闻栏》，又系该报记者口

气，何以认为鲁迅所写？编后记中应加说明。”

　　第 459 页《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浮签：“这篇谈话没有很确实的根据，且又未经

鲁迅看过，编入，似乎不妥！”⑤

根据冯雪峰的意见，1958 年版第七卷《集外集拾遗》确实将《什么话（三）》《开给徐世瑛的书单》

作为附录，《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没有编入。《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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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丁景唐、丁言模：《三、四十年代的文氓史济行−对鲁迅、郁达夫等人行骗诬陷的各种劣迹》，《江淮论坛》1989 年第 2 期。

②参见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第 26−28 页。

③《冯雪峰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6−37 页。

④因王士菁信件未披露，具体是哪三方面问题尚未知。

⑤有底拍第 404 期：孙用旧藏第五期（终刊号）：孙用批校鲁迅著译专场（6 月 29 日·周五晚结束，https://mp.weixin.qq.com/s/YHoQvK_
ICix3W3GzxVQrVA）《鲁迅全集拾遗补编》系第 99 号拍品，布衣书局介绍时较为谨慎：“书中另粘贴有某名家毛笔批语的浮签，凡

11 张，多系朱笔所批，偶为墨笔。另有两张浮签，其笔迹为孙用字体，而语气与其他浮签同，应系孙用过录。孙用所批校者，多系校勘

记。而此人所批，大都是编校意见，识见较高，并指出唐弢所编的多处错误。据其所批内容推断，其应与鲁迅多所过从，熟知鲁迅著述篇

目，学术地位当在唐弢、孙用之上。”从字迹、语气、地位等综合判断，该名家就是冯雪峰，这也与上引冯雪峰致王士菁信件相互印证。

2018 年 6 月 30 日也就此事与陈子善、布衣书局老板胡同请教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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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茀》因为确实是鲁迅文字，最后仍作为附录编入。《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不知为何最终也作

为附录编入，似乎是误收，1981 年版又将其删去。

1958 年版《集外集拾遗》是包括《集外集》之后的所有佚文，实际改变了许广平所编《集外集拾遗》

的面貌。1981 年版则在第七卷恢复了《集外集拾遗》原貌，将《集外集拾遗》之后收集到的佚文编入第八

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后者共收入鲁迅 1903 年至 1936 年各类文章 112 篇，附录 44 篇，共 156 篇。其

中 50 篇为 1958 年以来陆续发现的佚文，是鲁迅研究者前赴后继、持续挖掘的累积成果。例如《寸铁》和

 《自言自语》是北京大学孙玉石、方锡德发现于《国民公报》①，对于理解五四时期鲁迅的创作与思想有

重要意义，特别是《自言自语》，是第一次发现的鲁迅以“神飞”笔名写作的文章，解开了鲁迅研究者多

年寻觅而不得的谜，同时把鲁迅散文诗的创作起始年份从 1924 年提前至 1919 年，整整提前了五年，被视

为“鲁迅研究领域内的一件大事”②。又如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协助中山大学中文系注释《而已集》查阅资

料的过程中，从馆藏 1927 年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发现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鲁迅佚文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③这篇杂文写作于 4 月 10 日，发表于 5 月 5 日，跨越“四一二”和“四一

五”政变，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鲁迅革命与政治思想的文章。

校勘是全集编纂必不可少的程序，1938 年版《鲁迅全集》因为时间仓促，校勘不精成为一大缺憾，以

后各版则吸取教训，逐步完善。对 1958 年版、1981 年版校勘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孙用。1938 年版出版

后，孙用就自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校勘，其成果形成为两本专著−《鲁迅全集正误表》《鲁迅全集校读

记》。1958 年版吸收了孙用大部分校勘成果。以《坟》为例，孙用在《鲁迅全集正误表》中校勘出了

38 处错误，1958 年版照改了 31 处。如 1938 年版《人之历史》中有“夫德意志为学术渊丛，保罗生亦爱智

之士”，孙用校出“丛”字当为“薮”；“为寇伟博识，据垒极坚”，“为”字当为“而”；“设有动物

一隅于此，毕生能产四字”，“隅”字当为“偶”。④1958 年版都据以改正。⑤但也有 7 处进行了重新校

勘，得出了不同于孙用的结果：

　　《科学史教篇》中有“亚勒密提士”，孙用校“勒”字当为“革”，1958 年版未改。

　　《科学史教篇》中有“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孙用校“教宗”当为“宗教”，1958 年版未改。

　　《文化偏至论》中有“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孙用校“用”字当为“周”字，1958 年版未改。

　　《摩罗诗力说》中有“吾今为桉其为作思惟”，孙用校“为作”当为“作为”，1958 年版未改。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拘‘拘挛’的‘逆子叛

弟’”，孙用校“反拘”当为“反”，1958 年版改为“反抗”。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中有“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孙

用校“则”当为“即”，1958 年版未改。

　　《说胡须》中有“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孙用校“样”字当为“样的”，1958 年版未改。⑥

1973 年，人文社决定出版 1938 年版简体重排本，繁重的校勘任务又落到了孙用身上。当时他已 71 岁

高龄，仍冒着酷暑，在上海亲戚卧室中将全集精校了两遍（书在上海排印），使 1973 年版的质量大大提

高，但他高度近视的眼睛也因此受到严重损伤。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自己视力的衰退：“我的眼睛更不

行了，视力衰退，日甚一日，写的字自己看着就模糊，笔画则以意为之。”⑦1981 年版编纂时，孙用已

近 80 岁，眼睛也已经发展到需要叠用两个放大镜才能看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审读了《译文

 《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互动

 

①参见孙玉石、方锡德：《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鲁迅研究》1980 年第 1 期。

②陈漱渝：《关于近年来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文学评论》1981 年第 5 期。

③参见《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编者附记，《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 年第 3 期。

④参见孙用：《鲁迅全集正误表》，北京：作家书屋，1950 年，第 1 页。

⑤参见《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56、159、162 页。

⑥参见孙用：《鲁迅全集正误表》，第 1、2 页；《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68、171、181、214、253、258、282 页。另这七处 1981 年版都

延续 1958 年版做法。

⑦郑公盾：《科学·哲学·文学 郑公盾文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年，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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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集》二十多万字的校样，主持全集的校勘工作，仅《集外集·选本》一处，就发现 1958 年版掉落的

19 个字①，即 1958 年版该文第五段“所以《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文选》却在的”②，1981
年版校正为：“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

 《文选》却在的。”③

1981 年版的校勘工作仅凭孙用一人也是无法完成的，各卷的注释者、责任编辑同样功不可没。仅举一

例，如 1958 年版《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有一段引用张岱《景清刺》的文字中有这

样两句：“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第六卷责任编辑朱正想到在那样惊险的场景

下，景清跳跃起来询问朱棣不大通，经过仔细对校鲁迅手稿影印件，才发现这里不是“询”字而是“訽”

字，是“诟”的异体字。跳起来骂朱棣，这就更合理了。④

考证是编纂全集必经的步骤，其成果直接体现于注释，推动注释日臻精确。例如《二心集·序言》注

释 4 介绍鲁迅的演讲时间、地点、题目等：

　　1930 年鲁迅曾经在上海各大学作过多次演讲。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年 2 月 21 日在艺术大学讲

演，3 月 9 日又在同校讲演一次；前一次讲题不详，后一次是《美术上的现实主义问题》，这两次讲稿都没

有保存下来。3 月 13 日在大夏大学讲演，3 月 19 日在中国公学分院讲演，8 月 6 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这三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讲题也都不详。⑤

1981 年版同篇注释 4 则为：

　　作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

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

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

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⑥

1981 年版注释更正了前版“艺术大学”及第二次讲题的错误，考证出了三个此前“不详”的讲题。

 《绘画杂论》的依据是发表于 1976 年 6 月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第四七、四八期合刊上的刘汝醴《鲁

迅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记录》。《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依据是曹白、江丰《鲁迅先生对于版画工作的

年表》。《象牙塔与蜗牛庐》除去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的自述之外，研究者还发现一个旁证，即

1930 年 3 月 18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登载署名敌天的文章《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

当》，其中提到：“大概是十三日吧！我们校内（大夏）请了中国鼎鼎大名的文艺家鲁迅先生演讲……末

了鲁迅先生最后来登台了！他的题目是《象牙塔与蜗牛庐》，新鲜得很！……”《美的认识》的依据则是

1930 年 4 月 1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署名甲辰生的文章《鲁迅卖狗皮膏药》，其中提及：“我们

中国公学……今年开学了没有好久，社会科学院里便有几位巨头的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

会。……昨天下午是他们第一次聘请名人演讲。……他的讲题是《美的认识》。”⑦由此可见一个看似简

单的史实的考证，常常需要学界几代人的努力，来之不易。

1981 年版注释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鲁迅 1919 年 7 月 4 日致钱玄同信件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书

名−《鱻苍载》，编辑王永昌百思不得其解，多方求教也无结果。他为此念念不忘，终于有所回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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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启治、刘茵：《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当代》1981 年第 5 期。

②《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130 页。

③《鲁迅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36 页。

④参见朱正：《谈谈〈鲁迅全集〉第六卷》，《鲁迅研究月刊》2007 年第 7 期。

⑤《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519 页。这里似乎没有吸收林辰在《鲁迅事迹考·鲁迅演讲系年》中的成果。

例如林辰已经考证出鲁迅在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题目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而 1958 年版注释中学校和演讲题目都注错了。当然，林辰

受资料所限，无法看到《鲁迅日记》，导致其在《鲁迅事迹考》第一版的《鲁迅演讲系年》中好几个演讲的日期都不详。参见林辰：《林

辰文集》第 1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16−117 页。

⑥《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92 页。

⑦参见《林辰文集》第 1 卷，第 124−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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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陈新在给他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猜想：“今推当时他们两人（指鲁迅与钱玄同−引者

注）信件往返，多调侃隐语，此名或亦隐语之流也。鄙意此《鱻苍载》者，《新青年》别名也……‘鲜’

 （按‘鱻’为‘鲜’的异体字）即‘新’，‘苍’即‘青’，‘载’即‘年’，是逐字代替。”王永昌读

罢兴奋不已，豁然开朗，认为这个推断十分正确，所缺乏的只是佐证了。于是，他翻遍钱玄同所有书信，

终于在 1918 年 12 月 25 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件中找到了证据①，才有了如下的这条注释：

　　《鱻苍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尊贵的朋友所必需的鲜苍稔（此是用训诂代

本字，学探龙先生的办法）里边的《易经起课先生号》，可不可以稍迟几天送而且献。”按《易经起课先生

号》即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这里鲁迅所说的《鱻苍载》，和钱玄同提到的《鲜苍

稔》，俱为《新青年》的代称。② 

 《鲁迅全集》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推动

 《鲁迅全集》不仅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也推动其前进。这种推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人才的培养；二是一大批作为《鲁迅全集》副产品的研究成果的出炉；三是学风的变化。

两版《鲁迅全集》都为现代文学文献学培养了一批中坚人才。1958 年版的主持者冯雪峰自不待言，其

四位编者−林辰、孙用、王士菁、杨霁云后来也都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元老级人物。林辰长于考证，以

 《鲁迅事迹考》《鲁迅述林》为其代表作；编纂 1958 年版之后，又参加 1981 年版核心定稿组工作，博闻

强识，备受尊崇；80 年代中期又与王永昌合作，历时十几载，完成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在鲁迅

辑校古籍研究领域堪称首屈一指。孙用精通校勘，先后精校 1938 年版、1958 年版、1973 年版、1981 年版

四版《鲁迅全集》及 1958 年版《鲁迅译文集》，出版有《鲁迅全集校读记》《鲁迅全集正误表》《鲁迅译

文集校读记》等著作，是鲁迅研究界公认的校勘权威。王士菁历任人文社鲁编室副主任、主任，是 1958 年

版的具体负责人，参与 1981 年版部分工作，1983 年接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主持编纂《鲁迅大辞典》等工

作；撰写中国大陆第一部《鲁迅传》，此后又著有《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鲁迅创作道路初探》《鲁

迅的爱和憎》，是鲁迅注释领域的专家。杨霁云早年即以辑佚鲁迅作品闻名，可惜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著

述。四人分别以考证、校勘、注释、辑佚著称，各占现代文学文献学一门。

1981 年版的注释组涉及 13 省市 26 家高校及科研单位，集结了国内鲁迅研究界的大部力量。除去老一

辈已经成名的大家如王瑶、川岛、李何林、蒋锡金、雷石榆、赵景深等，大部分还是中青年学者。他们经

过 1981 年版《鲁迅全集》编纂的洗礼，很多都快速成长为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中坚。例

如南开大学的张菊香、张铁荣，天津师范学院的王锦泉、王国绶，中山大学的李伟江，延边大学的陈琼

芝，河北大学的刘玉凯，上海师大（今华东师大）的汤逸中、王自立、陈子善，辽宁师院（后转入苏州大

学）的徐斯年，山东师大的韩之友，福建师大的温祖荫，厦门大学的应锦襄、庄钟庆，复旦大学（后转入

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王锡荣等。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学界瞩目，自不必笔者再一一列举，但《鲁迅全

集》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注释者们共同的记忆。

编注《鲁迅全集》在很多学者那里有研究原点的意义。陈子善如是谈及 1981 年版《鲁迅全集》对他个

人的影响：

　　那时也是“四人帮”倒台前夕，我们学校参与了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承担的任务是注释《且介亭杂文

二集》《且介亭杂文三集》和鲁迅的书信。③……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查找史

料，采访前辈作家，和前辈学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那段时期的工作，包括后来去

 《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互动

 

①以上考证过程参见何启治、刘茵：《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当代》1981 年第 5 期。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报

告文学中将 1918 年 12 月 25 日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件误为钱玄同致鲁迅的信件了。

②《鲁迅全集》第 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65 页。

③这里有误。当时的上海师大（即今华东师大）承担的是《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鲁迅书信（1934−1936）及致外国人部分。

 《且介亭杂文末编》是由人文社鲁编室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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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集中校稿、审稿，为写好一个注释下

的许多苦工夫，都对我影响很大。就我个人的际遇来说，如果不是参加注释组，可能后来会一直在写作教研

室工作。可以说，没有注释鲁迅，就没有陈子善，我至今很感念这个最初的学术训练。在注释鲁迅作品的过

程中，我遇到的很多问题，以后在史料研究中也遇到了。因为之前大部分都已经碰到过，后来我就知道怎么

处理了。……我一开始学着做学问，就是研究史料，然后就喜欢上做史料，假如没有这个熏陶，我可能会跟

大家一样去搞理论。也正是这个经历，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前辈作家、学者，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他

们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做学问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①

从这段访谈中可见，参加《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首先改变了注释者的个人命运。在当时环境下，陈子善

政治背景简单，借调比较容易，而戴着好几顶“帽子”的朱正、包子衍、徐斯年等，借调本身就很复杂、

曲折。②但参加注释之后，他们的命运由此转变，甚至可以说，编纂《鲁迅全集》成为他们人生的拐点。

如朱正此后从湖南出版局调至湖南人民出版社，鉴于朱正在鲁迅研究领域的成就，省出版局局长胡真找他

谈话，决定建立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让他负责，希望让湖南成为出版鲁迅研究书籍的一个中心。③

由此朱正迎来了他出版生涯的巅峰时期。又如包子衍，参加注释工作后，从济南三中调动至上海社科院，

尽管他仍感到不如意，但较之过去，可谓天壤之别。改变最大的当数王锡荣，从上钢五厂的工人调动至上

海鲁迅纪念馆，此后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成为鲁迅研究领域的名家。王锡荣对于参加《鲁迅全集》注释

的经历充满感情：“那两年是我人生最辉煌的两年，最有意义的两年。”④

个人际遇的改变还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参加《鲁迅全集》编纂工作给予注释者方法论上的启蒙与训

练，注释者此后的研究无不带有这段经历的深深印迹。陈子善自述：“《鲁迅全集》勾连人物众多，大大

开拓了我的眼界。鲁迅文章中提到的人物很多后来都成为我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起点，一个难得的机

遇！”⑤纵观其研究路径，参加编注《鲁迅全集》之后，陈子善先后研究过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梁

实秋、林语堂、台静农、黎烈文、叶灵凤、潘汉年、刘半农、邵洵美等，确实是“以鲁迅为圆心，一圈圈

向外辐射”。

汤逸中也从研究方向和方法两个角度谈及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对我的学术影响很大，参加之后我才确立了研究方向。后来我就参加了《鲁迅大

辞典》的工作，和薛绥之先生一起负责事件部分的注释。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学会树立严谨的态度，治学要有

可靠的扎实的根据，观点要从材料中来。学问要严谨，不要引用不可靠的材料，尽量不能用孤证，要尽量多

的材料，要辨别真伪，等等。⑥

孙党伯则认为：

　　对于我以后学术方法的影响是比较注重考证，要尊重历史事实，需要有真凭实据才能下结论。以后我研

究郭沫若，对其作品版本的改变就很注意，发现郭沫若经常改动自己的言论。⑦

王锡荣谈道：

　　那时候学术历练之大，学术见识之广，是以后少见的。跟前辈聊，北京新书、出版信息的膨胀……从中

还学习了编辑学、目录学、校勘学、出版的业务，等等。从北京回来以后，1981 年我到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馆刊，就轻车熟路了。⑧

他们的习得可以归结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方法，也就是目录、校勘、辑佚、考证、注释等专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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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研究员访谈录》，《文艺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②参见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 页。

③参见朱正口述、朱晓整理：《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01 页。

④据笔者 2018 年 8 月 2 日访谈王锡荣录音。

⑤据笔者 2018 年 1 月 12 日访谈陈子善录音。

⑥据笔者 2018 年 8 月 3 日访谈汤逸中录音。

⑦据笔者 2018 年 12 月 8 日访谈孙党伯录音。

⑧据笔者 2018 年 8 月 2 日访谈王锡荣录音。

158



对于注释者而言，参加《鲁迅全集》的编纂相当于进行长达数年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全面、集中的训练，对

于他们个人乃至整个学界影响深远。

 《鲁迅全集》编纂的同步及其后，产生了一大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成果。这里尤其要提到

1981 年 11 月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该书是名副其实的《鲁迅全集》的“副产品”①。1980 年暮秋，

 《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已进入尾声，大部分注释者都完成了手头的工作，因为《全集》而聚集的队伍即

将风流云散。为纪念这段共同战斗的岁月，也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尚在京的注释者们商议合作一本

书，这就是《鲁迅研究百题》。全书号称百题，实际是 96 题 98 篇，将 1981 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过程

中未及展开的过程与材料呈现出来；文笔上追求通俗易懂，背后却是扎实的考证作支撑，涉及的很多也是

 《鲁迅全集》生平思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丰赡。例如第 17 问考证《阿 Q 正传》序言“因

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中“引车卖浆者流”是谁。1958 年版只

是笼统地注释说：这是“指白话文。”②1975 年在日本发现了鲁迅对日译本《阿 Q 正传》所作的校释

85 条，其中第 4 条校释为：“（此系林琴南氏攻击白话文时所写文章中的话）（“引车卖浆”，即拉车卖

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那时，蔡元培氏为北京大学校长，亦系主张白话者之一，故亦受到攻击

之矢。）”③但这只是鲁迅的“一面之词”，编辑王永昌与陈早春去访问蔡元培之子蔡无忌，仍然无法得

到确证。由于时间紧迫，1981 年版注释只能在沿用 1958 年版文字以外，又在后面照录鲁迅的原注。

1980 年春天，孙玉石等找到署名思孟的《息邪》，文中造谣蔡元培之父“以卖浆为业”，这才算找到铁

证。当时第一卷早已付印，欲改不能，只有等到 2005 年版补齐。④《 鲁迅研究百题》执笔者共 47 人，以

类似的问答形式集中展示了 1981 年版《鲁迅全集》注释的成果，可以说是注释者们前后数年研究成果的一

次展演。

我们简单罗列部分成果：1980 年 4 月，凝聚包子衍多年研究成果结晶的《〈鲁迅日记〉札记》由湖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这位后来英年早逝的鲁迅日记研究专家的代表作。80 年代他还编著《回忆冯雪

峰》《冯雪峰年谱》，为冯雪峰研究开山铺路。1980 年 6 月，马蹄疾著《读鲁迅书信札记》出版，结集了

16 篇阅读鲁迅书信的心得文章。1981 年他又出版了《鲁迅讲演考》。1980 年 9 月，陈漱渝著《鲁迅史实

新探》出版，系择取作者多年成果中 24 篇文章结集。此前，作者还编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

迅在北京》。1982 年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出版，系将编注《鲁迅全集》过程中的书信考证成果结集，

此后他转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用十年之力编纂《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词典》。1982 年陈子善与王

自立合作，编就了他第一本书《郁达夫忆鲁迅》，然后一发不可收，陆续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

文集》《回忆郁达夫》《知堂集外文》《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等，开始实践其以后提出的“现代作家研究

文献保障体系”。张菊香、张铁荣结束编注《鲁迅全集》工作之后，先后合作完成《周作人研究资料》

 《周作人年谱》《周作人集外文》，成为内地周作人研究的先行者。王锡荣此后则有专著《鲁迅生平疑

案》《周作人生平疑案》问世，甚至直到最近出版的《日记的鲁迅》，仍可视为编注《鲁迅全集》工作之

后的产物。

这些专著不仅呈现数量的井喷，质量上也创造出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高峰，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湮

灭它们的价值。例如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对鲁迅 1904−1933 年间书信中的疑难之点作了详尽的考

释。在旁征博引各方面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印证，理清了关系，找到了答案，对理解鲁迅的这些信件

的确大有裨益，是一项很见功力的成果”⑤。其中《“木瓜之役”考》，通过“录引、编排、考释、说

 《鲁迅全集》的编纂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互动

 

①丁锡根等：《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578 页。

②《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学界惯称的 1958 年版，其实具体出版时间是 1956−1958 年，第 1 卷是 1956 年

10 月出版的），第 487 页。

③《鲁迅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463−464 页。

④考证过程参见丁锡根等：《鲁迅研究百题》，第 117−120 页。

⑤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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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两类材料−当事人的回忆及报刊上的报道，从许寿裳等关于“木瓜之役”的回忆、关于浙江两级师

范学堂、“木瓜之役”发生的原因、“木瓜之役”大事日志四个方面完整、系统地钩沉了“木瓜之役”的

前因后果，较为完满地解决了“木瓜之役”这一考证问题，对于许寿裳、许炳坤、张宗祥、杨莘耜四人回

忆文字的铺排考辨尤其精彩。

研究队伍的整齐建制与成果的持续生产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学风的转变，学界重新树立起重第一手材

料、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学风，重新接续中国古代朴学传统。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文革”结束前，现代

文学研究界呈现出重“论”而轻“史”，方法上“以论带史”的倾向，重考据的实证主义学风整体处于被

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应锦襄对此有过细致的描述：

　　建国之初开创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的王瑶先生原是十分重视文学全面形势的。搜集材料力求齐全。但这

种治学方法在五十年代末竟未得传承。那时学者都以苏联文学史的写作方法为圭臬，以作家作品为主，以点

带面而兼及文学语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又因政治上的取舍，对史学性材料无法求真。报刊上连篇累

牍，大抵都属史论。文学史著作，都是史料不全，立论偏颇。不但文学的时代形势模糊，就是作家作品，也

不能实事求是地进入全面分析。①

文中提到“五十年代末”这个时间点不是偶然的，应与当时发生的从《红楼梦研究》批判延烧至胡适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有关。重考据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正是胡适一直倡导并在学术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

响，甚至占据统治地位，如今则被连带批判。任继愈奉命撰文写道：“胡适为了引诱青年脱离当前的政治

斗争，脱离革命，他曾竭力宣扬在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之下的考据学。在这一科学研究部门中，他

有意地把社会历史上的大问题化为小问题，把社会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化为枝节问题。在‘科学工作’的外

衣掩蔽下，散布他的‘少谈主义’的反科学反革命的毒素。”并且指出，“这种片面专家‘研究’方

法……不止在过去曾经‘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直到今天，它还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严重

障碍”。②尽管任文在后文仍表示要正确对待考据，要让考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原则指导下规规矩矩

为科学研究服务”，但在当时历史语境中，重考据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注定被打入冷宫，“文革”中更是

被指责为“烦琐”“客观主义”“逃避政治”。

对材料、考据的忽视向相反面发展，则变为随心所欲、断章取义式剪裁、编织材料，以此满足政治运

动的需要。“文革”中，鲁迅作品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运动材料“宝库”。1981 年版《鲁迅

全集》注释者之一杜一白形象地写道：“他们要‘粉碎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就狂呼《发扬鲁迅的彻

底革命精神，批倒批臭“四条汉子”》；要‘批林批孔’，就抛出《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

神》等黑文；要‘批儒评法’，就鼓吹《学习鲁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批儒评法》；要‘评《水浒》，

批投降派’，就高喊《鲁迅评〈水浒〉评得好》……”③这种形同绑架、篡改鲁迅本意的文章尽管铺天盖

地，学术意义却近于零，数量越多，离鲁迅越远。也因此，新时期才会出现“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呐喊。

学风的转变当然并非一蹴而就。“文革”中仍有学者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李宗刚曾以《山东师院

学报》1976 年第 4、5 期合刊为例，敏锐地指出：“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从学术研究所显示出来的某

些迹象来看，则意味着有些学者欲通过资料的发掘、订正和整理，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

鲁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新时期到来之际，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率先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中的重镇，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鲁迅资料的整理汇编，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④而这一进程与

1971 年即发动的《鲁迅全集》的编纂工作基本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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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锦襄：《一篇澹定隐秀风骨卓然的古文》，《林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68 页。

②任继愈：《肃清科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思想方法的流毒》，《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批判）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第 113、116 页。

③杜一白：《论“文革”时期的鲁迅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④李宗刚：《“文革”后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缩影−以〈山东师院学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14 年

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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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转变的标志是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自省。徐斯年曾反思自己在新时期初期的文章中对朴学的

评价仍存有“文革”色彩，同为注释者的马蹄疾当时即尖锐地指出：“朴学绝不是烦琐哲学，指责它逃避

政治也似是而非。这门学问了不起，应该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它的价值。”①也因此，重考据的林辰的意

义凸显出来。姚锡佩回忆：“当时我们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思想上、文风上依然存在着相

当严重的流毒，而先生重实据的治学态度，无疑是治疗我们浮夸学风的一剂良药。”在《鲁迅全集》编纂

的过程中，老一代文献学者对于中青年学人的潜移默化，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孙玉石也指出：“他们的

为人品格，广博知识，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对鲁迅、对读者的负责精神，耳濡目染，给了我以后的治学

以深深的浸润。”②这种学风转变完成的标志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 1985 年马良春的名文《关于建立中

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种实事求是的扎实沉稳的学风从理论上得以确立。

 《鲁迅全集》的编纂始终与现代文学文献学互动。编纂《鲁迅全集》既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

考证等各个方面全面吸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又从培养人才、催生成果、转变学风等角度全力推动现

代文学文献学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任一时期，《鲁迅全集》的编纂毫无疑问都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关

键节点，这一互动将继续演进下去。

 （责任编辑：张 曦）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and 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Take the 1958 Edition and 1981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as Examples

HUANG Haifei

Abstract: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exts  began in  the  1920s.  It  took more  than 60  years  to

develop  the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which  finally  came  into  form during  the  mid-late  1980s.  In  this  long

and tortuous time spa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philology  forme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of  interaction.  Take  the  1958  edition  and  1981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as  examples.  On  the  one  hand,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actively  absorb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the  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and apply them to the text and annot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so  as  to  optimize  its  compi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has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rs on the 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pawned a series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versed the misleading atmosphere

of pragmatism in the past, and promoted the style of study to be solid and steady. In any period of history,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is  undoubtedly  the  key  n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Key wor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phil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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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斯年：《怀宗棠兄》，《我在鲁编室》，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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